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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地方实践困境及乡土逻辑
———以云南玉村实地调查为讨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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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在村级实践过程的调研发现，在精准识别阶段出现了程序调整与选择性平衡，在精准帮

扶过程中发生了“逼民致富”和贫困户参与不足，在精准管理环节又遭遇了由于权责不匹配而带来的管理体制僵化问题。
而在这背后隐藏的是乡土社会的模糊性与农民之间的平均主义、农村扶贫主体缺失与小农生存伦理的抵抗以及部门之

间条块化分割与基层社会组织困境的乡土逻辑，以上原因共同导致了精准扶贫地方实践与政策表达发生背离。最后提

出了完善贫困户甄别机制、进行基层干部赋权、培育村庄内生社会组织以及加强扶贫绩效考核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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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源瞄准机制一直是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和实

践关心的核心问题［1］，经历了从 1980 年代以县级为单

位的瞄准、2001 年以后以村级为单位的瞄准以及“建档

立卡”工作之后开始探索的以户为单位的瞄准机制。
随着瞄准单元越趋下移和缩小，政府希望扶贫资源直

接传递到贫困人口手里并使其真正受益，在这样背景

之下，“精准扶贫”政策应运而生。“精准扶贫”并非仅

仅是一个简单的瞄准政策，目前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

的治理战略，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在其指导之下已经

构建出了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扶贫”格局［2］。
目前，学术界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还处在起步

阶段，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概念意涵的阐释与宏观层面

的比较，基本都是站在国家视角自上而下来看待精准

扶贫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提出对策和建议，缺少微观

个案经验材料的支撑与解释，极少从村庄自下而上来

看“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以及效果。自 2014
年初精准扶贫工作推进至今，日渐机制化，但不可否认

的是，在实施精准扶贫的现实过程中，“脱靶”现象仍较

突出，实施扶贫新战略、精准扶贫仍面临着较大挑

战［3］。“精准扶贫”在全国各地贫困村实践的过程之中

容易出现什么困境与问题? 尤其是当“精准扶贫”扶贫

政策到了村庄这一层级，往往会遭遇到各种乡土逻辑

的困扰，进而使国家相关的政策表达与具体实践发生

偏离，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 本文基于云南玉

村的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为案例，解析“精准扶贫”在农

村社会出现的地方实践与政策文本相背离的机制，以

期揭示出其背后的乡土逻辑。

一、“精准扶贫”的地方实践过程及其困境

玉村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国家级贫困

县的 J 县，处于滇西北横断山中段，“三江并流”自然保

护区南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村委会下辖 6 个自然

村小组，白族人口比重高达 91%，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

居村，是白族语言、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明发

展代表村。截至 2015 年末，全村共有 601 户、2768 人，

村内 80%的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打工，农业生产主

要靠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 目前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234
户、805 人，贫困发生率为 29． 1%。2016 年 4 月，我们调

研团队在玉村进行了为期 20 天的驻村调研，主要采用

半结构访谈与参与观察的方法，通过对乡镇、村干部、
扶贫工作队以及贫困户等不同主体的访谈，详细了解

“精准扶贫”政策在该村的实际运行过程，搜集了大量

一手材料。以下分析所用的案例都来自于此次调研。
( 一) 精准识别: 选择平衡与瞄准偏离

从理论上讲，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战

略的首要任务［4］。目前，中国贫困人口的确定是统计

部门根据抽样测算出来然后再自上而下进行分配指标

的过程。到了基层按照政策要求，贫困户的识别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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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个标准: 年均纯收入在扶贫标准以下的农村人

口; 具备劳动能力; 综合考虑住房、教育、健康等情况。
扶贫办相关政策规定精准识别的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第一步农户自己提出申请; 第二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

进行民主评议，确定谁是贫困户; 第三步村委会和驻村

工作组对其进行核实并进行第一次公示; 第四步乡镇

审核并进行第二次公示; 最终由县扶贫办复审并进行

公告。
玉村在 2014 年即开始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工作，但

具体实践程序却与以上政策文本规定有所差异。当时

村内有 360 多户提出了申请，而上级分配的贫困户指

标为 234 户，村干部为了防止争议就未召开村民代表

大会，而是根据村内 6 个小组的情况，按照各小组的人

口比例来分配名额。贫困户名额分配到各小组之后，

再由各个小组小组长与村民代表开会讨论决定，一般

会选择一个晚上集中在小组长家中进行商议和填写表

格，贫困户之后签字画押即可。村干部在这个过程中

只起到监督作用，主要还是由各个村民小组小组长与

该组内的村民代表来主导。
从上可以看出，贫困识别从政策要求的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民主评议变成了指标的平均分配与小组内部

协商决定，程序既不符合民主程序，也不是完全由上级

分配的。把识别单元变为组内识别，主要由于以下三

个方面原因: 第一，小组内成员生活居住在一起，相互

之间非常熟悉，彼此知根知底; 第二，由于外出务工人

员很多，村民代表大会一时难以召集起来; 第三，村干

部害怕承担责任和得罪人，就将责任下移到各个小组。
另外，调研发现在具体识别的过程中，最贫困户( 如五

保户、低保户等) 被确定为贫困户一般没有问题，但是

对于条件相差不多的农户之间的识别往往存在很大的

争议。贫困户的识别主要是根据收入作为标准，但是

农户的收入很难准确测算，如务工收入情况完全靠本

人提供。所以，村干部为了防止争议和冲突，在贫困识

别的过程之中就采取了选择性平衡的策略，即分配贫

困户指标与扶贫项目时按照各个小组的人口数进行了

平衡。比如危房改造项目，镇里给玉村分配了 10 户危

房改造名额，他们要做到下面自然村村村都有，其中两

个人口较多的大自然村每村两户，其他小自然村都是

一户。用村干部的话来说:“这样分配主要是怕人闹

事，要是不平衡的话就会引发矛盾，哪怕一户摆不平也

不行。”( 访谈记录 YLC2016 － 04 － 08) 以上分配方式，

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村民之间的争议和冲突，但

是并没有按照要求识别出真正的贫困户，很多时候指

标都分给了小组之内人缘比较好的农户，而与精准识

别政策相背离。

( 二) 精准帮扶: 逼民致富与农民参与缺席

精准扶贫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向精准识别出的贫

困人群提供量体裁衣式的菜单式扶贫，即精准帮扶［5］。
在扶贫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精准帮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到户，也就是让贫困户确确实实受益。具体来

看，精准帮扶到户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产业扶贫方面。
目前，从国家宏观层面来看，专项扶贫资金到了地方要

求其中 70%以上必须用于产业扶贫。而在中央推行的

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程之中，产业扶贫涉及对象最

广、涵盖面最大，是实现精准帮扶的主要途径。
在产业扶贫方面，玉村得到的帮扶主要是“整乡推

进”中的产业部分，具体言之就是发展养殖业。玉村在

产业扶贫获得的指标是 60 头牛、100 只羊和 155 头猪。
对于养牛国家补贴 5000 元 /头，养羊补贴 1000 元 /只，

养猪补贴 1000 元 /头，但是相关政策要求产业扶贫资

金 70%以上必须补贴给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但我们调

研发现，村内的贫困户对于这些产业扶贫项目并不欢

迎，反倒是非建档立卡农户进行养殖的意愿比较高，鉴

于以上政策限制又不得不分配给贫困户，这样乡镇干

部和村干部就犯了难，他们一方面开会宣传相关政策

以及从事养殖的种种好处; 另一方面则为了完成任务，

不得不把指标分配给了一些条件稍好的农户。为了防

止政府采购来之后有农户反悔不养，镇政府还要求凡

是参加产业扶贫项目的农户须先交押金，养猪、养羊者

500 元，养牛者 2000 元，采购回来之后超出的部分从押

金里面扣除。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贫困户对政府采购

的品种、质量不信任，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参与。镇上最

近刚想出了一个新办法，也就是在采购时会在村里推

选几个代表参与政府招投标和采购的过程。即使如

此，贫困户态度仍不积极，甚至 2015 年的指标至今还没

有分配完。
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农户参与性不高、不积

极，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政府采购的价格比较高。
比如，政府采购每头牛的价格可能是八九千元，但农户

自己在集市上购买也就 3000 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

算上政府补贴，农户掏的钱也会高于自己在集市上购

买的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采购程序比较正规，需

要检疫检测、血清、拍照、归档、统一运输等。而农户自

己在集市上购买则不需要这些程序，所以用较低的价

格就能买到。第二，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多是因病、因
残，家庭劳动力有限，而发展产业则需要很大的劳动力

投入，尤其是养殖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小农

意识比较强烈。当地农民长期以来习惯于风险小的农

业经营，很少从事过类似的养殖项目，比较害怕承担市

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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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精准管理: 权责不匹与管理体制僵化

精准管理是精准扶贫的保证，具体来看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于贫困户信息的管理。除了进

行数字化建档立卡、动态管理等基本信息之外，还要根

据每个贫困户的不同情况制定“台账”、脱贫计划以及

帮扶措施等。第二，扶贫资金的管理。主要是对扶贫

资金分配、扶贫项目运行的过程中做到公开公正，防止

资金“跑漏滴漏”。第三，扶贫事权的管理。各级部门

按照自身事权推进工作，加大资金整合力度，集中解决

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贫困户信息管理方面，需要将贫困户信息建档

立卡，并输入电脑存档进行信息化统一管理，但是这方

面的政策到了农村之中也很难执行下去。一方面，由

于村干部知识水平及能力有限，大都不懂电脑，精准扶

贫的很多表都不会填写，镇里虽然派人下去教授，花费

了大量时间，但大都操作起来仍不熟练; 另一方面，贫

困识别、建档立卡对于村干部来讲是一件之前没有的

附加任务，在工资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加重了他们的工

作负担，致使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如果任务和压

力过大，他们只能与上级玩“数字游戏”与“纸面脱贫”。
为了使玉村能够尽早脱贫摘帽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政

府还派遣了一支由省扶贫办、县扶贫办以及乡镇干部

共 14 人共同组成的扶贫工作队进行驻村帮扶和开展

精准扶贫活动。但调研发现，目前工作队虽然住在村

里，但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台账”，并没有任何权力，也

不能给村里直接带来项目，这使其工作效果大打折扣。
在扶贫资金管理方面，没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专

项扶贫资金管理主体涉及财政、发改委、民委、农业、林
业、交通等不同部门，其典型特点是分项投入、多头管

理［6］。仍按照部门条块化各自运行，缺乏部门间相互

协调，尤其是随着整合资金的增多，其管理成本和难度

无形中大大增加。对于一个综合性的扶贫项目来讲，

扶贫办的资金一般没有问题都能够保证，但其他部门

的整合资金则很多时候不能够及时下放，常常影响扶

贫项目工程整体进度。在扶贫项目与事权管理方面，

对于基层政府和干部而言，存在权责不匹配的问题。
也就是说，扶贫项目一旦审批下来就很难再作调整，但

如果项目执行不好，最后验收不过关，基层干部还要承

担相应的责任。以“互助资金”项目为例，该项目本着

民管、民用、民收益的原则，资金完全依靠村民成立的

互助合作社来使用和村民自行管理，但是基层干部却

要承担监察和审计责任，由于害怕被问责，基层干部往

往不愿意申请此类项目。
由上可以看出，村干部、扶贫工作队以及县乡干部

在进行贫困户信息管理、扶贫资金、项目管理时，一方

面承担了过多的任务和责任，但另一方面在这个管理

过程之中却缺乏相应的管理权力，目前只起到协调者

的作用。项目进村之后，就很难再有调整和操作的空

间，即使根据村庄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在程序上也极为

烦琐。精准管理之中的权责不匹配，导致对于管理者

的激励不足，管理体制僵化，影响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推

行和执行效果。

二、“精准扶贫”地方实践与政策

表达背离的乡土逻辑

“精准扶贫”政策主要是国家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

境、不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

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的治贫方式，其目的

旨在改变以往粗放的扶贫方式，变“输血”为“造血”，更

加突出扶贫资源的瞄准性，减少扶贫资金的跑偏漏出。
但是如上文所述，“精准扶贫”在基层社会尤其是村庄

层面的具体实践极易与国家政策表达发生偏离，而这

往往是由乡土社会的特性所决定的。下文将重点分析

导致政策偏离背后的乡土逻辑。
( 一) 乡土社会的模糊性与农民之间的平均主义

“精准扶贫”政策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步骤就是

“精准识别”。所谓“精准识别”，是要按照民主、合规的

程序确定贫困户，并将其相关信息建档立卡，对其进行

数字化、清晰化的管理。贫困识别的过程也是发扬基

层民主与农民参与的过程。但是玉村的贫困识别程序

被改变调整，贫困户的确定不是准确找出最贫困的农

户，而变成了小组内的协调和小组间的指标平均分配。
“精准识别”程序在农村的调整与改变，主要有以

下两个原因: 第一，由乡土社会的特性所决定。有学者

指出，乡村社会是非规则性的熟人社会，表现出不同于

城市陌生社会的非规则特点［7］( P140)。这里所说的“乡

土社会的模糊性”有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指的是在乡土

社会之中农民生活、生计层面表现出的模糊性，即很难

用货币化、数字化、清晰化的大数据统计方法完整、准
确地呈现出来。与城市居民明确的工资性收入相比

较，农民的人均收入很不好统计和计算。其次，乡土社

会中的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层面的模糊性。农民不是

现代城市中原子化的个人独立存在，而是嵌入于复杂

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之中，很难采用分类化的方法进

行认知和管理。第二，出现“精准识别”政策偏离现象，

是农民之间普遍存在的“平均主义”思想所致使。中国

农村社会长期以来虽然处在一种匮乏经济之中，但仍

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
反而是近年来随着对于农村资源输入和反哺的增多，

在资源、项目分配过程之中往往容易出现问题。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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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现，扶贫开发不但没有增强村庄团结，反而在许多

情况下会恶化村庄团结［8］。我们也调研了解到，政策

越精准，村干部越害怕，之前没有这么多资源投入到扶

贫领域时，村民对于谁是贫困户没有意见。但是现在

知道贫困户背后所蕴含着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帮扶措施

时，出现了所谓的“援助诱惑”，人人都争着申请去做贫

困户。在贫困户指标分配的过程之中如果处理不当，

极易引发冲突和矛盾。村干部首要考虑的并不是找出

谁是贫困户，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之中维持村庄的稳定

与秩序，确保名额分配“不出事”，所以就只能根据每个

自然村人口的多少进行平均分配，然后再交给各个小

组小组长和村民代表来决定。这种做法是用“村庄内

的公平”逻辑替代了民主评议的程序，进而与精准扶贫

理念和政策相背离。
( 二) 农村扶贫主体缺失与小农生存伦理的抵抗

虽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精准帮扶措施，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和项目支持，但在调研中发现，精准帮扶过程

之中贫困户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相关产业扶贫项目

的指标甚至都分配不完，在脱贫摘帽的压力之下，在很

多地方甚至出现了“逼民致富”的情况，也就是地方政

府为当地贫困户设计了相应的脱贫计划与发展项目，

政府很主动，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让贫困户采纳政府

规划并开展相应项目，但贫困户参与程度却严重不足，

甚至出现扶贫过程中“官动民不动”的现象。在玉村的

调研发现，政府设计的项目老百姓参与不积极有以下

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农村扶贫主体的缺失。随着经济

的发展，当地农民外出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尤其是村

内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已外出打工，留下来的多是老

人和儿童，而精准扶贫所规划的产业项目基本都是劳

动密集型。精准帮扶首先面临的就是扶贫主体的缺

失，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来开展政府设计的相关产业项

目。第二，遭遇小农生存伦理的抵抗。贫困户所面临

的首要问题是生存，也就是在现有资源条件之下首先

追求的是生活层面的稳定与保障，满足于自己自足。
而国家推行的帮扶项目多属于“发展型项目”，很多都

是基于市场的规律，希望能够通过开展项目快速致富，

但同样也伴随着很大的潜在市场风险。当贫困户的生

存伦理与国家项目设计的发展主义逻辑不一致的时

候，精准帮扶就会出现倒挂的逼民致富、参与不足等各

种问题。
( 三) 部门间条块化分割与基层社会的组织困境

精准管理需要做好农户信息管理、资金项目管理

以及扶贫事权管理，是对基层治理能力和运行体系的

考验。但是从村干部、扶贫工作队以及乡镇干部多个

帮扶主体来看，制度上并没有赋予这些基层管理者以

相应的权力，却让他们承担了过多的任务和责任。各

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与权责不匹配则导致精准管理之

中的激励不足和体制僵化。
首先，扶贫专项资金“四到县”之后，县级政府对于

扶贫资金方面的权力有所增大，但是具体的项目管理

办法所支持的方向却一直没有进行调整。扶贫资金被

分为十几类，好多项目的前提条件都没有改变，还是按

照之前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用基层干部的话说是

“我们只能去做选择题，游戏规则并没有改变，怎么也

跳不开这个紧箍咒”( 访谈记录 MDZ2016 － 04 － 11)。
现在的基层行政压力和风险很大，政策设计过死，只能

去主动整合行业扶贫资金。但由于各个部门之间的条

块分割，行业资金的使用也会出现以下问题: 第一，受

制于各个行业各自的管理办法; 第二，其他行业对于扶

贫资金管理认识不足甚至发生冲突; 第三，不同行业部

门资金下发时间不一致，影响基层项目实施。所以，乡

镇不能够突破各个部门的条例和规定，各种扶贫项目

和资金被整合到扶贫领域，看似很热闹，但各自为政，

难达到同炒一盘菜之效。
其次，扶贫项目下达到村之后，缺少一个专门的组

织进行对接、管理和监督。现在农村扶贫项目的管理

主要依靠扶贫办、乡村干部及扶贫工作队等外部力量，

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仍缺乏有效

配合。2009 年以来，因县域机构改革，乡镇扶贫工作站

撤并入农业服务中心，造成大量的扶贫基础工作没有

固定部门和人员对接［9］。目前，乡镇没有专门的扶贫

部门，在村干部工资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很难调动其工

作积极性。而随着输入到农村的扶贫资源和项目越来

越多，基层干部身上的任务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另外，就扶贫项目的特点而言，一般都有临时性、

短期性的特征，一旦这个项目完成则之后就缺少后续

资金投入，但此项目是需要有人进行长期管理和维护

的。以产业扶贫项目为例，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产业

扶贫的“一次性怪圈”，也就是认为对农户进行一次性

补助就会持续增收，而忽视了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后期

维护、管理和市场等问题，而这方面则不能长期依赖政

府部门，最好能有农村内部人员进行管理与维护。现

在项目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社会组织的缺

失，发展产业也都是农户分散的种植养殖，尚未形成规

模效益，农民难以被组织和动员起来，背后缺少村庄内

生型合作社组织的支持、带动和管理。

三、相关政策及建议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具体政策及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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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精准识别的过程之中建立和完善贫困户甄

别与监督机制，要使广大的农户参与到贫困户的识别

与认定的过程之中，让村民来决定谁是贫困户，而不是

由少数村干部和小组长暗箱操作内部决定，尤其要防

止村干部为了减少矛盾而选择平衡、“均分”指标和进

行程序调整现象的发生，确保贫困户识别程序的公平、
公正。另外，乡镇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对精准识别工作

要做好监督。精准识别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对建

档立卡贫困乡、贫困村、贫困户的信息进行动态管理，

定期开展“回头看”，确保建档立卡结果客观真实、情况

准确、信息全面。
第二，精准帮扶阶段要注意切实发展适合当地实

际情况的项目，要让农户自己进行具体选择，充分调动

贫困户的积极性。在帮扶的过程之中不仅仅着重于资

金投入的多少，更要重视对贫困人口专业技能、发展能

力的培养，促使其观念转变，让广大贫困户从被动接受

帮扶向主动谋求发展转变。针对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

打工、留守人口越来越多与扶贫主体缺失的情况，要多

开展一些适合妇女与老人从事的小微项目。此外，当

地政府要设置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本地外出务工人员

返乡创业发展，带动当地贫困人口一起脱贫致富。
第三，在精准管理环节赋予基层扶贫干部充分的

权力，使其权责相匹配，让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项

目进行适当调整，发展符合本地情况的扶贫项目; 加强

对于农村本土内生性农民合作组织、管理组织的培育，

使不同种类的合作社、农民协会参与到扶贫攻坚之中，

重视扶贫项目后期投入和持续管理; 基层政府各个条

块部门之间要加强横向协调合作，打破科层制的条块

界限，迈向扶贫攻坚的协同治理。
第四，最终在扶贫考核的过程之中须加强对于扶

贫结果的绩效考核，实行正向激励，减少不必要的烦琐

程序对基层干部及群众的层层约束和束缚，建立科学、
合理、有效的监督考核办法。将实地核查、专家评审、
群众评议、部门评价、领导评价等多种考评方式结合起

来，对考核对象的业绩进行全面、精准的考核，设置相

应的奖惩办法，使基层干部在扶贫攻坚工作之中既自

加压力也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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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in Yu village＇s“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policies fieldwork practice，it is
found that adjusted procedures and appears to selectively balance in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stage，

forcing people to become rich and poor households lack of participation occurred in precision helping
stage，precise management aspects are also affected due to the mismatch responsibilities brought rigid
management system problem． And in the behind this egalitarian society and Fuzziness local farmers，com-
partmentalization between rural poverty and lack of body resistance and small farmers survive Ethics Di-
lemma sector segmentation and grass － roo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aused by local logic． Finally，we
put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be grassroots empowerment，nurturing society organizations，and
strengthen poverty alleviation performance appraisal．
Key Words: Precision poverty; local logic; survival ethics; organizational dil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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